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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转换、 战略转型
与日本海洋安全的困境自构

陈　 刚

　 　 摘要: 冷战后日本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发生了从和平合作到对立对抗的方向性转

变, 军事安全因素日益突出。 通过对四期 《海洋基本计划》 的对比分析可见日本海洋

战略安全化转型的基本趋势和特征。 在认知上, “海洋安全” 概念泛化, 安全目标扩大

化, 安全威胁塑造的中国针对性增强。 在政策上, 构建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体系,
将 “确保海洋安全” 作为最优先的政策目标。 在军事上, 强化自主海洋军事力量, 推

动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 “警军一体化” 建设。 在外交上, 以 “印太战略” 为抓手,
推动国际海洋战略的联动转型, 增强日美同盟的海权同盟属性, 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

系。 日本对海洋安全威胁的错误知觉和海洋安保战略的错位配置加剧了同周边国家的海

洋安全困境, 威胁地区和平发展。 因此, 日本应调整战略转型的错误方向, 避免与邻国

间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 域内国家应通过坦诚战略对话, 增信释疑, 求同存异, 构建和

合共生的亚太海洋秩序。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海洋战略; 《海洋基本计划》; 泛安全化; 亚太海洋秩序

近年来, 日本国家走向呈现国家战略安全化、 安全战略海权化、 地缘战略印太化的发展趋

势, 海洋战略日益成为日本国内战略转型、 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载体。 对于日本海洋战略, 国内

学界早有关注。 21 世纪初, 周伟嘉、 严绍璗、 修斌、 张景全、 关希、 初晓波等对彼时日本 “海

洋文明论” “海洋国家” 思想中的消极民族主义倾向、 排他性特征、 对抗性特点进行了及时的批

判性研究。 ① 2007 年, 日本 “海洋立国” 战略确立后, 廉德瑰、 高兰、 李秀石、 吕耀东、 陈拯、

·69·

DOI:10.16154/j.cnki.cn22-1025/c.2025.04.006



苗吉等从不同角度对日本海洋战略的政策体系、 体制机制、 基本计划与国际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研究, 一方面肯定了其政策价值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也及时地批判了其战略推进中

的消极动向。① 近年来, 海洋战略在日本整体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军事安全因素在海

洋战略中的比重显著增加, 巴殿君、 吴怀中、 程蕴、 王传剑、 胡令远、 卢昊等对日本海洋安全国

际合作、 海洋军事战略发展动向、 海洋战略转型特征等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②

整体而言, 先行研究已较为丰富, 但在综合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考察日本的海洋战略转

型, 不难发现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中的内生性悖论: 日本虽以 “保障海洋安全” 为名, 大

力推进海洋安保体系建设, 但却日益加剧了自身海洋安全风险, 螺旋式地升级了其与周边国家的

海洋安全困境。 这一 “安全化悖论” 为何产生? 如何深化? 体现了日本整体国家战略转型的哪

些普遍性问题? 值得追问思考。
心理学视域下的国家安全理论或可为解释上述悖论提供启发。 相较于传统国家安全研究中将

国家安全看作使国家生存免于危险与威胁的客观状态, 心理学研究认为安全是一种感受和意识,
威胁是一种主观解读, 离开被威胁的主体, 威胁不可能存在。 国家安全感是决策者对国家安全的

主观感受和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知。③ 物质层面的国际秩序变动和国家间权力对比关系变化, 心

理层面的国家间对彼此意图不确定性的猜疑和恐惧, 是安全困境产生的两大动因。④ 不同国家的

安全知觉敏感度和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存在较大差异, 国家历史文化传统、 决策者信仰、 国家力量

强弱是影响国家安全感知和防御选择的重要因素。⑤ 通过划定自他、 敌友、 内外边界, 对不同国

家进行归类, 并借助同类力量共同应对威胁是决策者的本能反应。 国家为了追求更多安全而采取

的军备建设、 同盟、 战略边疆等方式, 往往会加大国家经济等负担, 导致国家内部治理失衡。 国

家在追求安全时, 如果设置过高的安全目标, 常常会导致自我挫败的后果, 从而内生出更大的不

安全感。⑥ 国家间一方维护自身安全的行为, 常常会招致另一方的反制, 从而使得先前的安保努

力一无所得, 并恶化自身的安全处境。
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认知转换、 政策转向、 战略转型的三维视角, 从客观安全环境和主观

·79·

认知转换、 战略转型与日本海洋安全的困境自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廉德瑰: 《略论日本 “海洋派” 的对外战略思想》, 《日本学刊》 2012 年第 1 期; 高兰: 《日本海洋战略

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 《外交评论》 2012 年第 6 期; 廉德瑰: 《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12; 李

秀石: 《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 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学刊》 2013 年第 3
期; 吕耀东: 《试析日本海洋战略理念及对华政策取向》, 《东北亚学刊》 2015 年第 2 期; 陈拯: 《海洋战略演进

的日本经验》,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年第 3 期; 苗吉: 《 “他者” 的中国与日本海洋

国家身份的建构》, 《外交评论》 2017 年第 3 期。
巴殿君、 沈和: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内在逻辑》, 《东北亚论坛》 2017 年第 6 期; 吴

怀中: 《日本图谋军事介入台海态势分析》,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王传剑、 刘洪宇: 《安倍第

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加强与东盟国家海洋安全合作的进展、 动因及前景》, 《南洋问题研究》 2021 第 3 期; 程蕴:
《论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事化发展倾向》, 《日本学刊》 2023 年第 3 期; 胡令远、 殷长晖: 《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

战略的嬗变: 基于安全变量的考察》,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23 年第 6 期; 卢昊: 《日本海洋战略的安

全化转型: 背景、 特征及行动》, 《日本学刊》 2024 年第 3 期。
张清敏: 《安全感: 国家安全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4 年第 12 期。
周桂银: 《 “安全困境”: 一项概念史研究》, 《南大亚太评论》 第 4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第 149-200 页。
张将星: 《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心理分析》,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年第 4 期。
沃尔弗斯: 《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 于铁军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第 138-141 页。



安全感知两个层面, 综合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 对日本海洋战略转型的内在理论和内生性、
自构性困境做进一步分析探讨, 以期对日本海洋战略发展方向及其对中日海洋关系影响有更准确

的把握和研判。

一、 海陆关系认知的对抗性转换

对海陆关系认知从 “和平合作” 向 “对立对抗” 的方向性转变, 是日本海洋安全困境升级的

重要原因。 二战后, 和平主义长期占据日本社会思潮主流, 日本对海陆关系的认知多以 “和平合

作” 为基本理念, 海洋安全问题并不突出。 冷战后, 国内外形势剧变, 使日本国家不安全感加剧。
为此, 日本通过强化自身 “海洋国家” 身份, 强化 “海陆对立” 威胁叙事, 并构想通过 “海洋国

家” 联合, 应对所谓 “大陆国家” 挑战。 这种鼓吹 “对立对抗” 的海陆关系错位认知和 “联海制

陆” 的安全保障思维, 是日本越推进海洋安全保障就越陷入海洋安全困境的逻辑起点。
(一) 和平主义理念下的海洋发展观

日本四面环海, 具有天然的 “海洋国家” 属性, 但其对海洋的战略性利用却形成于近代以

后。 古代时期, 日本在治国理念、 政治体制、 统治方式、 对外交往上, 受 “大陆国家” 影响深

远, 在军事防卫上, 长期以近海边防为主, 远洋力量较为有限, 统治范围主要限于本土四岛, 兼

具 “大陆国家” 和 “海岛国家” 的双重特质。 江户时代末期, 日本在应对海防危机中逐渐形成

“海洋国家” 意识, 开始重视海洋利用, 强化海军力量, 发展海外贸易。 明治维新后, 日本走上

了海外殖民侵略道路, 以武力为主要手段, 扩张海洋势力范围。 1945 年, 日本战败。 根据 《开

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等规定, 日本主权被 “限于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

他小岛之内”。 日本侵略扩张所得海外领土被尽数剥离, 海军力量被限制发展, 重新变回 “海岛

国家”。
二战后, 和平主义长期占据日本国内社会思潮主流。 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在美国占领

当局主导下, 日本于 1946 年 11 月颁布、 1947 年 5 月开始实施 《日本国宪法》, 该宪法第九条规

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 放弃以武力

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改变 “好战民族” “军国主义” 国家形象, 摆脱

侵略原罪, 日本政治精英试图通过颁布 “和平宪法” 的形式, 塑造日本 “和平国家” 新形象,
以 “爱好和平” 姿态重归国际社会。 战后日本首任首相吉田茂等务实选择暂时放弃军备、 优先

发展经济的道路, 把实现 “经济自立” 确定为国家发展最优先课题, 确立了以 “重经济、 轻军

备” 为核心的 “吉田路线”。①

在和平主义引导下, 日本对海洋认识和利用的重点在发展海洋贸易。 吉田茂认为日本是 “海洋

国家”, 需要通过海外贸易养活国民。 在贸易对象选择上, 吉田茂基于战前与英美协调的外交主张

和冷战对抗的国际背景, 将英美等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重点海洋贸易

对象国。② 对于保护海洋贸易所需要的军事力量, 吉田茂认为只要美国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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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不需要大量军队。① 受和平主义影响, 日本把军事安全投入维持在较小限度, 专心发展经

济, 开拓海外市场, 发挥海洋国家通商传统, 积极发展海洋贸易, 以最小代价实现战后经济

复兴。
(二) 现实主义兴起时的海洋合作观

20 世纪 60 年代, 日本基本实现了 “经济自立” 的国家目标。 1968 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

(GNP) 超过联邦德国,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经济立国目标达成后,
“吉田路线” 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受到批判反思。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来源于现实主义国际

政治家、 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
高坂正尧深刻反思了近代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近代以来日本身份认同及战略选择

的得失, 指出了吉田茂 “经济中心主义” 路线存在的诸多问题, 他以 “海洋国家” 构想为基础,
提出了日本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他认为日本应该超越 “岛国式” 的狭隘思维和视野,
以 “海洋国家” 为标准, 积极发展自身独立力量, 以应对全球化趋势。 他主张国家应制定以开

发 “海洋” 为中心的长期政策, 在对外关系上, 鼓励国民、 企业走向海外, 发展海外贸易与海

运, 将援助政策同贸易政策结合, 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秩序建设。②

受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开始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尤其是提出以

海洋合作为中心的国际合作构想, 开始有意识地将利用海洋作为切入点, 拓展国际空间, 构建有

利于己的国际海洋秩序。 1978 年, 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成立日本 “环太平洋合作” 研究小组, 开

展国际海洋开发合作研究, 提出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主张推动 “环太平洋合作”, 在亚太地

区协调生产发展、 共同开发资源等。③ 同时期, 中曾根康弘也以世界文明中心转移论为基础, 将

构建 “太平洋经济文化圈” 作为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 认为当今世界文明中心已从地中海文明、
大西洋文明时代, 转移到太平洋文明时代, 日本需要利用并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和文明特性, 促

进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合作。④

(三) 保守主义复归期的海陆对立观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 日本国内经济形势、 政治体制、 外部环境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急遽起

伏。 20 世纪 80 年代, 日本经济持续向好, 198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一。 在 “经济能

量政治化” 法则下, 谋求 “政治大国” 成为日本朝野的一致诉求, 国民对国家未来抱有高昂向

上的自负心态。⑤ 但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泡沫经济” 崩溃, 经济发展失速, 自民党长期执政体

制终结, 日美同盟陷入 “漂流状态”, 地区冲突显著增多, 安全问题轮番上演, 国际安全形势日

益复杂化、 多元化。 内外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不利于己的变化, 使日本国内普遍

陷入不安、 焦虑状态, 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向, 保守民族主义迅猛发展, 国民心理从高昂自负转

向悲情自危。 在此背景下, 日本 “海洋国家” 构想再次受到政治、 知识精英关注, 并与逆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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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的 “大国化” 国家目标和保守民族主义思潮合流, 呈现出新的思想内涵。
一方面是以 “海洋文明” 理论描绘 “大国化” 蓝图。 20 世纪 90 年代末, 以伊藤宪一为理

事长的日本国际论坛在日本财团支持下, 启动 “海洋国家” 研究项目, 开启为期四年的 “海洋

国家” 日本身份认同、 国家目标、 战略选择等系统研究, 出版了三本研究著作。 研究强调日本

应以 “海洋国家” 身份, 谋划 21 世纪日本的大战略, 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构建。 伊藤

宪一认为日本应成为地区秩序建设的主导者, 从经济、 政治、 安全、 社会与文化等各领域, 建设

开放合作的东亚地区秩序, 展示出人类文明的新模式。 在丛书封页上, 研究小组以 “日本主导

人类文明” 作为宣传口号。① 同期,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川胜平太将日本文明论证为亚洲

海洋文明, 并称日本是近代亚洲文明的引路人、 起源地和进步标尺, 认为 21 世纪的日本应该成

为太平洋文明的主要担当者, 未来的亚洲将是以日本为轴心的亚洲。② 这一时期日本的 “海洋国

家” 思想与政治上的 “大国化” 目标紧密嵌合, “海洋国家” 理论成为日本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

指导。 另一方面是以 “联海制陆” 构想应对国际秩序变动。 与战后长期主张国际海洋合作、 区

域共同发展观念不同, 冷战后日本 “海洋国家” 思想内嵌着 “海陆对立” 的威胁对抗意识。 日

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白石隆则将亚洲分为 “海洋亚洲” 和 “大陆亚洲”。 他认为 “海洋

亚洲” 是对外开放的亚洲, 是由交易网络联结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亚洲; “大陆亚洲” 则是乡绅和

农民的亚洲, 是农本主义的亚洲。 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亚洲新秩序基本框架是将 “大陆亚洲”
的农本主义秩序封锁在中国之内, 在 “海洋亚洲” 领域内把日本、 韩国、 东南亚等与美国联结

起来, 该秩序对日本来说是相当称心满意的
 

。③

冷战后, 美国主导的战后亚洲秩序面临挑战, 日本在地缘、 文化等多维度对区域内秩序的忧

惧增加。 在此认知下, 区分 “敌友” 阵营, 构建 “海洋国家” 联合阵营, 借规则性权力、 体系

化力量维护自身安全成为日本重要的安保战略思维。 白石隆提出, 日本应维持美国主导下的战后

体制, 以美国主导下的安保体制和日本—美国—东南亚三角贸易体系, 保障日本的安全和繁荣,
加强与 “海洋亚洲” 联合, 确保现有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稳定, 扩大日本行动自由。④ 可见,
强化 “海洋国家” 联合, 成为日本海洋安保战略的重要战略思维。

二、 海洋政策体系的安全化转向

日本国内海洋政策体系的安全化转向是日本与邻国间海洋安全困境日益突出和不断升级的直

接原因。 21 世纪初期, 在智库、 学者推动下, 异变后的 “海洋国家” 思想完成战略化转型, 日

本从国家层面确立 “海洋立国” 战略, 颁布 《海洋基本法》, 定期发布 《海洋基本计划》, 构筑

推进海洋战略的政策体系。 在海洋战略制定及执行初期, 日本尚能秉持均衡理念, 注重不同政策

间的平衡发展, 但从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开始, 日本海洋政策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转

向, “海洋安全” 概念被泛化, “安全保障” 成为海洋政策体系的中心。 这一转型趋势引发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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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 日本与邻国海洋关系日趋紧张, 安全环境不断恶化。
(一) 《海洋基本法》 均衡发展观与初期实践

《海洋基本法》 是日本海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2007 年 4 月, 日本正式颁布 《海洋基本法》,
确立 “海洋立国” 战略。 从文本看, 《海洋基本法》 的发展理念较为均衡, 其中阐明日本 “海洋

立国” 目标的基本理念有以下六个: 一是海洋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协调; 二是确保海洋

安全; 三是充实海洋科学知识; 四是健全发展海洋产业; 五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 六是强化海洋

国际合作。 除六大基本理念外, 《海洋基本法》 还明确了海洋政策的十二个基本方向: 一是推进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二是保护海洋环境; 三是开发专属经济区; 四是确保海洋运输; 五是确保海

洋安全; 六是推进海洋调查; 七是研发海洋科技; 八是振兴海洋产业, 强化国际竞争力; 九是综

合管理沿岸区域; 十是保护离岛; 十一是确保国际合作与推进国际协调; 十二是增进国民对海洋

的理解。① 应该说, 《海洋基本法》 所确立的基本目标、 发展理念和政策方向, 相对均衡全面,
较为科学合理, 有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

《海洋基本计划》 是日本推进海洋战略的政策载体。
 

2007 年 7 月, 日本政府根据 《海洋基本法》
规定成立 “综合海洋政策本部”, 负责制定 《海洋基本计划》, 统筹各部门协调协作, 推进了海

洋战略实施。 2008 年 3 月, 日本公布了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由四

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 “总论” “关于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 “政府应综合而有计划推进的海洋政

策” “推进海洋政策的必要事项”。 其中, 第一部分阐明了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的政策目标:
一是率先挑战全人类所面临的海洋课题; 二是创造可持续利用的丰富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基础;
三是为实现安全、 安心的国民生活做出海洋领域贡献。 第二部分阐明了 《海洋基本法》 中的六

大基本理念。 第三部分细化了 《海洋基本法》 所提出的十二项海洋政策。 第四部分明确了政策

推进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责任和义务。② 整体而言, 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基本遵循了 《海洋

基本法》 所确立的政策方向和均衡发展理念, 内容涵盖海洋资源开发、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安

全确保、 海洋防灾减灾等各领域。
从政策落实看, 由于在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施行期 (2008 年 3 月至 2013 年 4 月) 日本

政坛正经历 “十年九相” 的混乱局面, 安倍晋三在 《海洋基本法》 公布不久后的 2007 年 9 月辞

职, 至 2012 年 12 月再次执政, 因此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施行期也是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中

间空档期。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 随后引发海啸、 核泄漏等重大海洋安全事故,
作为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长的首相以及副本部长的国土交通大臣疲于应对突发灾害, 无暇他顾, 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的落实。 尽管如此, 日本政府还是在第 1 期 《海洋

基本计划》 实施的五年内较好地完成了计划内容, 取得了以下四方面成果: 一是通过 《海盗行

为应对法》 等法案, 为领海治安维持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通过向联合国提交大陆架延长申请、
离岛调查、 无名岛屿命名与保护、 低潮线保全等申请, 扩大并巩固日本海洋疆域范围; 三是通过

政策规划制定、 法律修改等推动专属经济区内的矿产调查、 能源开发; 四是通过海洋保护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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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强化对海洋环境的保护等。
2013 年 4 月, 在第 1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实施五年后, 日本颁布了第 2 期 《海洋基本计划》。

第 2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在总结过去五年形势变化基础上, 对日本海洋安全形势的判断发生了

两点变化: 一是对东日本大地震后能源战略进行系统反思, 主张进一步强化能源安全保障和海洋

灾害应对的能力; 二是加强对海洋权益保护国际形势变化的关注, 主张促进相关工作以维持海洋

秩序、 确保航路安全。 基于对海洋安全形势变化的判断, 第 2 期 《海洋基本计划》 提出 “从

‘被海洋守护的国家’ 到 ‘守护海洋的国家’ ” 等口号, 指出日本 “应通过海洋强化与亚太国

家的国际合作, 以确立基于法制的国际海洋秩序为目标, 发挥在国际社会的主导作用”。①

从政策落实看, 第 2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实施重点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针对 2011 年东日本

大地震、 海啸、 核泄漏 “三合一” 重大海洋灾害, 强化特大海啸灾害应对体制; 二是针对地震

后核电站关停以及新兴国家能源需求量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天然气价格上涨、 能源风险增大情况,
重点调整能源政策, 开发海上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加强对周边海域稀土、 石油、 天然气、 可

燃冰以及热液矿等海洋能源、 矿产的调查开发; 三是为应对国际海洋形势变化, 加强海洋权益维

护, 强化大范围、 常态化海洋监视、 警戒体制建设, 推动海洋情报共享体制建设, 强化海上保安

厅与自卫队合作。
(二) 《海洋基本计划》 中海洋安全观的泛化

在 “海洋立国” 战略实施的第一个十年, 日本海洋政策体系基本理念和战略实践基本保持

均衡化发展态势, 但从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开始, 日本对 “海洋安全” 的关注显著上升,
对 “海洋安全威胁” 的界定日益泛化。

“海洋安全确保” 是日本 《海洋基本法》 确立的六大基本理念之一。 在第 1、 2 期 《海洋基

本计划》 中, 日本 “海洋安全” 主要包括 “领海安全” “航路安全” “航行安全” “海洋自然灾

害” 四方面, 海洋安全保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近海治安维持、 灾害应对和远洋航路安全保障等

方面, 虽也提及周边国家对日本海洋权益的威胁, 但所占篇幅不大, 并非主导性政策 (见表 1)。

表 1　 第 1、 2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对 “海洋安全威胁” 的研判②

安全领域 主要威胁

领海安全
周边海域的走私、 人员偷渡等犯罪活动侵扰领海治安
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海上运输
周边国家海上活动对日本海洋权益的威胁

航路安全 海盗活动对航路安全的威胁

航行安全 船舶大型化、 高速化, 造成海难事故频发、 死亡人数上升等问题

海洋自然灾害 海啸、 海潮、 地震等海洋灾害对国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威胁

　 　 2018 年 5 月, 日本在总结与分析过去十年海洋战略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 公布了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一改前两期 《海洋基本计划》 的基本理念和政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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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大幅增加 “海洋安全保障” 内容, 提出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方针, 并将其定为今后 10 年

日本海洋战略的主要方向, 通过泛化 “海洋安全” 内涵, 加大周边国家对日本所谓 “领海等海

洋权益侵犯” 的渲染, 强化 “海洋安全威胁” 叙事, 推动 “海洋安全保障” 的范围扩大化和手

段多样化 (见表 2)。
 

表 2　 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对 “海洋安全威胁” 的研判①

安全领域 主要威胁

领海等海洋权益

外国公务执法船侵入日本领海

外国军舰在日本领海内航行活动频繁化、 活动范围扩大

外国船只未经同意进入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作业、 调查活动

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穿越日本领海、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及大规模破坏性武器、 弹道

导弹相关物资的海上运输活动等

航路安全
航路沿线国家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将其既成事实化

海盗、 恐怖组织、 地区纷争等对航路的威胁

国际海洋秩序 有关国家在没有明确国际法根据的情况下主张海洋权益等动向动摇了国际海洋秩序

　 　 在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中, 日本政府开篇便宣称 “日本海洋权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

刻威胁和危机”, 从 “领海等海洋权益” “航路安全” “国际海洋秩序” 三方面重新界定日本

“海洋安全” 范围 (详见表 2)。 相较于第 1、 2 期 《海洋基本计划》, 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开始将 “周边国家对日本领海权益的侵害” “对日本航路安全的威胁以及对国际海洋秩序的挑

战” 视为日本重要的 “海洋安全威胁”, 并称上述 “安全威胁和危机” 在中期内难以见到改善的

可能性, 若对现状放置不顾, 将会日益恶化。② 可见, 日本试图通过渲染海洋安全威胁, 为推动

强化海洋安全保障的战略行动寻找借口。
(三) 以综合安保观推动国内海洋政策安全化

2023 年 4 月, 日本公布第 4 期 《海洋基本计划》, 该计划沿袭第 3 期的政策方针, 进一步扩充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体系, 强化以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方针统筹其他海洋政策的基本趋势。③

从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开始, “海洋安全保障” 成为日本海洋政策体系的核心。 在第 1、
2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中, “海洋安全保障” 内容仅占 4 ~ 5 页, 但到第 3 期时激增至 15 页, 至

第 4 期时更是增加到 25 页, 体量是第 1 期时的六倍, 在总体海洋计划中的内容占比从第 1 期的

10%上升至第 4 期的 27%。 从重要性看, 在第 1、 2 期计划中 “海洋安全确保” 仅是 《海洋基本

计划》 十二项基本海洋政策的第 5 位, 但第 3、 4 期则将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提升至海洋计划

两大基本方针之一的高度, 位于各项施策之首, 与 “海洋安全保障” 紧密关联的 “海洋状况把

握 (MDA) 能力强化” “离岛保全” 等政策被提升至第 2、 3 位。
除内容更加翔实、 占比不断增多外, 在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中, 日本开始以 “综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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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安全保障” 方针为中心统合各项海洋政策, 将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分为 “海洋安全保障政

策” 和 “对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有贡献的政策” 两大类。 “海洋安全保障政策” 根据其政策目标分

为 “确保领海国家利益” “确保重要航路安全” “强化国际海洋秩序” 三类。 “对海洋安全保障

强化有贡献的政策” 分为 “基础政策” 和 “辅助政策” 两类。 其中, “基础政策” 包括海洋状

况把握 (MDA) 体制确立, 国境离岛保全、 管理, 海洋调查、 海洋观测, 科学技术、 研究开发,
人才育成、 理解增进; “辅助政策” 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和海洋环境保全。① 日本在第 4 期 《海洋

基本计划》 中进一步完善了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政策体系, 使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政策体

系更为清晰、 明确、 可执行, 更加重视经济安全保障和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的关联, 更加强调周边

国家海洋权益意识增强对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的威胁, 以及非洲、 印度、 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人

口、 经济发展对日本食品、 能源等安全的影响, 更加重视海洋资源开发、 海上运输确保、 海洋产

业强化、 海洋科技振兴等政策对确保日本经济安全的意义。②

综上,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方针的提出及其政策体系的完善, 标志着日本海洋政策体系的

安全化转向, “海洋安全保障” 成为统筹各项海洋政策的核心, 日本 “海洋立国” 战略日益演变

为 “海洋安全战略”。
(四) 以威胁叙事推进国际海洋合作泛安全化

“海陆对立” “联海制陆” 是冷战后日本海陆关系认知的基本特征和战略构想。 在 《海洋基

本计划》 推进过程中, 日本加强对周边岛屿、 礁石调查以及所谓 “无人岛” 命名、 保护工作,
侵犯了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 激化了与邻国的海上争端。 面对与邻国的海上争端, 日本政府并未

有效管控分歧、 尝试解决争端, 而是利用争端冲突, 强化威胁叙事, 渲染海洋安全威胁, 不断升

级与邻国间的海洋安全困境, 并以此挑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为其推动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
实现军事能力突破性发展寻找借口。

在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中, 日本开始把维护国际海洋秩序纳入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体系。③ 在第 4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中, 日本加大对海洋 “威胁与挑战” 的渲染, 称 “仅靠一

国力量守卫本国和平安全已无可能”④, 主张强化与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盟国、 “同志国”
合作, 确保日本利用海洋的自由, 维持安定的海洋安全保障环境, 创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海洋秩

序。 在具体政策上, 日本明确指出要通过常态化协作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通过国际合作确保

航行、 航空的自由与安全; 通过积极参加与他国的共同演习训练, 强化多国间海洋安全保障合

作; 通过构建与同盟国、 “同志国” 的联合体制, 推动实现 “自由开放印太” 战略的各项工作。
总之, 日本在海洋战略政策体系的制定过程中, 更加突出对 “海洋安全威胁” 的渲染, 强

化 “海陆对立对抗” 叙事, 推动国际海洋合作的 “泛安全化”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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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图谋

加速自主海洋军事力量建设, 强化日美同盟的海权同盟属性, 在 “印太战略” 框架下构建

海洋安全盟伴体系, 是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实践的 “三大” 支柱。 利用乌克兰危机、 半岛问题,
炒作所谓 “今日之乌克兰就是明日之东亚” “南三角对北三角” 等威胁对抗叙事, 试图在亚太地

区制造阵营对抗格局, 图谋利用自身战略前沿地位谋取 “前沿红利”, 是日本强化海洋安全战略

的主要路径。 日本的战略鼓动和战略实践, 不仅没有降低自身安全风险, 反而激化了与邻国的矛

盾, 造成地区紧张局势, 螺旋式地升级了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安全困境。
(一) 强化自主军力建设, 打造对敌基地反击能力

自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后, 强化海洋自主军事力量建设成为日本海洋政策体系的重中

之重, 日本自卫队、 海上保安厅在海洋战略推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重要性日益增强。 在第 3、
4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中, 日本海洋军事安保能力的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①

一是强化军事部署和危机应对能力。 第 4 期 《海洋基本计划》 中明确规定自卫队需要加强

在 “西南诸岛” 等岛屿的军事力量部署, 充实、 强化在岛屿地区的防卫态势、 防卫体制, 调整

与相关省厅的合作框架, 以既有机场、 港湾的利用为基础, 进一步强化、 整备西南地区的机场、
港湾, 确保自卫队日常训练和其他场合的使用。 规定海上保安厅需要基于 《海上保安厅能力强

化方针》, 强化巡视舰艇、 飞机等硬件装备建设, 积极利用新技术, 强化与警察、 自卫队以及外

国海上安保机构合作, 提升综合协作能力, 强化自身能力建设。
二是推动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的一体化建设。 第 4 期 《海洋基本计划》 规定自卫队与海上

保安厅应建立共同作战和情报共享体制, 以应对突发事件时的无缝对接合作为目标, 强化常态化

共同训练和情报收集分析体制, 提高对领海内不明船只的应对能力。 强化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应

对突发危机事态的各项能力, 在平时加强共同训练和演习, 确保离岛及其周边地域免受来自外部

的侵害和武力攻击。 该计划规定在武力攻击事态发生时, 确立由防卫大臣统领的自卫队与海上保

安厅联合作战体制, 强化两部门间情报共享系统建设。
三是强化自卫队、 海上保安厅的国际军事安全合作。 明确规定自卫队要求重点强化与同盟国

美国的军事合作, 通过常态化交流、 情报共享、 共同演习, 推动海上自卫队与各国海军间的共同

训练、 演习和海外停泊。 通过与同盟国、 “同志国” 的合作, 确保航行、 航空的自由与安全, 强

化多国间海洋安全保障合作, 构建与同盟国、 “同志国” 的海洋情报监视体制。 强化海上保安厅

与外国海上执法机关的联合协作, 尤其是强化对重要航路沿岸国家、 太平洋岛国的海上执法能力

建设的支援, 构筑与同盟国、 “同志国” 的合作体制, 提升国际海洋情报的收集能力。
在战略实践中, 自 2018 年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 公布以来, 日本积极强化琉球群岛的军

事部署, 先后在冲绳岛部署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方面部队, 在奄美大岛、 宫古岛新编多支陆上自

卫队地空导弹部队、 岸舰导弹部队和航空自卫队警戒部队, 在琉球群岛的石垣岛建立首个军事基

地, 部署先进的岸基反舰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 日本试图通过强化在该海域的军事部署, 推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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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立体综合作战能力建设, 将包括石垣岛在内的一连串岛屿基地, 打造成日本在西南方向的

“不沉航母”。① 2022 年 12 月底, 日本发布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明确要强化 “在对方领

域进行有效反击能力” 建设。② 在同时发表的 《国家防卫战略》 和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中,
日本提出要在 2027 年前具备陆基和海基防区外导弹运用能力, 并在 2033 年之前具备空基防区外

导弹, 以及超高音速导弹等其他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 强化日本远程进攻性军事力量。 为此,
日本决定大量采购美国海基战斧巡航导弹等先进军事装备, 力争在 2027 年日本自主研发的陆基

和海基中导式武器部署之前, 提前强化在该海域的防御和进攻力量。③ 日本战略规划和行动表

明, 未来强化在琉球群岛 “反击能力” 建设依然是日本军备扩张的重点。
与此同时, 日本也在加速推进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的 “一体化” 建设。 一方面, 海上保安

厅、 自卫队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练, 以强化受到外部武装攻击时的应对能力。 另一方面, 海上保

安厅以自卫队基地为据点, 进行海洋动态监测, 推动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在情报收集、 分析

上的无缝对接, 构建情报共享体制建设。④ 2022 年 11 月, 日本根据 《自卫队法》 第 80 条规定,
出台了在应对武力攻击事态共同训练中, 防卫大臣指挥海上保安厅的实施细则。 2023 年 4 月 28
日, 日本政府公布 《统制要领》, 其中规定突发事态时防卫大臣根据 《自卫队法》 指挥海上保安

厅的程序, 并计划促进防卫省与海上保安厅在人才培养、 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⑤

(二) 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 增强海洋军事威慑力

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依赖, 加强日美同盟的海权属性, 提升日美海上联合作

战能力, 增强日美同盟的海洋军事威慑力, 是日本保障海洋安全的重要支柱。
自安倍第二次执政后, 日本积极推动日美同盟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的适用范围。 2014 年 4 月,

安倍与到访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 扩大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第五条协防条款

的适用范围。 2015 年 5 月, 日美修订 《防卫合作指针》, 强化了两国在离岛防卫等海洋安全问题

上的合作, 通过完善双边合作机制, 进一步提升海上联合作战能力。 同年 9 月, 日本通过 “新

安保法”, 使其得以在行使 “集体自卫权” 名义下加大对美军事支持力度。 2021 年 4 月, 时任日

本首相菅义伟访美, 两国发表了 《日美共同声明》, 表示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在海洋领域联合威

慑力。
2021 年 10 月, 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 强力推动日美同盟升级。 岸田执政 3 年间, 多次

访问美国, 先后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 15 次面对面会谈, 试图向世界展示日美两国 “并肩

作战” 的同盟形象, 增强日美同盟威慑力。 2022 年 5 月, 岸田与到访的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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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加强包括美国提供 “核保护伞” 在内的威慑力和应对力达成共识。 2024 年 4 月, 岸田文

雄以国宾身份受邀访美, 期间美日除通过渲染共同 “安全威胁”, 强化相互利益捆绑, 彰显同盟

“团结一致” 外, 还重申将加强同盟的遏制力和威慑力。 美国表示将支持日本从根本上加强防卫

能力, 包括根据 2022 年底公布的 “安保三文件”, 将国防预算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双方

强调将合作升级联合指挥与控制系统, 完善两军在情报、 监视、 侦察等方面的共享机制, 确保两

军具有更强的相互操作性和联合规划性。
2024 年 10 月, 石破茂上台后, 日本虽然缓和对华关系, 但继续将稳固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和

军事安全的主轴。 2025 年 2 月 7 日, 石破茂访问美国, 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会谈。 双方在联

合声明里确认 《日美安保条约》 的适用范围, 表示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在海洋军事安全领域的

合作。①

(三) 构建海洋安全盟伴网络, 制造区域阵营对抗

除加强自身防卫力量、 强化日美同盟外, 日本还积极发挥战略自主性, 通过双边、 多边安全

机制建设, 以 “印太战略” 为抓手, 构建海洋安全盟伴网络, 试图主导国际海洋秩序, 塑造对

自己有利的国际海洋安全格局。
“联海制陆” 是冷战后日本基于 “海陆对立” 认知提出的基本海洋安全保障构想。 2006—

2007 年, 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便提出将印度洋、 太平洋打造成 “自由与繁荣之弧”, 倡导日美印

澳联合稳定海洋秩序, 维护海洋安全。 2012 年 10 月, 安倍在第二次执政伊始, 便提出由美日印

澳四国组成 “民主安全菱形”, 设想通过四国组成的菱形安保态势, 确保地区安全和繁荣。 2016
年 8 月,

 

安倍正式提出印太战略构想, 强调日本有责任推动太平洋和印度洋、 亚洲与非洲的交

汇, 使连接亚非两大陆的海洋成为和平、 基于规则之海。② 同年 9 月,
 

安倍访问印度, 在首脑会

谈后的公报中首次使用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的表述。 此后至 2020 年 9 月辞职下台, 安倍在

近 8 年的长期执政期间, 强力推动 “印太战略” 的国际联动发展。 在日本的积极推销与鼓动下,
2019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 《印太战略报告》 《自由与开放的印太: 推动共同愿景》, 2022 年拜

登政府也公布 《美国印太战略》, 将 “印太” 作为展开竞争的关键地区。 其间, 法国、 英国、 印

度、 澳大利亚、 韩国等也纷纷出台 “印太战略” 或与 “印太战略” 对接的战略规划, “印太战

略” 形成广泛国际联动效应。
在 “印太战略” 框架下, 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重点推进同印度、 澳大利亚、 英国、 法

国、 德国、 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安全合作, 积极推动日美韩、 日美菲、 日美澳、 日美印等三边安全

合作机制升级, 不断强化美日印澳 “四边安全机制” ( QUAD), 图谋构建 “海洋安全盟伴网

络”。 与此同时, 日本通过向菲律宾、 越南等国转移武器装备、 与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加大人

员交流培训力度等措施, 以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OSA) 等形式, 推动与东南亚国家

的 “体系化防卫合作”, 试图构建由日本主导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合作网络。③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日本又将乌克兰危机与亚太安全问题关联, 炒作所谓 “今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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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石破茂访美得失几何?》,凤凰网,https: / / news. ifeng. com / c / 8groUzgqWTl, 访问日期: 2025 年 1 月 10 日。
「TICAD

 

VI 开会に当たって·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基调演说」、 外務省、 https: / / www. mofa. go. jp /
mofaj / afr / af2 / page4_ 002268. html、 最終閲覧日: 2025 年 1 月 10 日。

马千里: 《 “印太构想” 下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政策》,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4 年第 5 期。



乌克兰就是明日之东亚” 等危机叙事, 持续渲染区域安全威胁, 意图挑起阵营对立。 日本将乌

克兰危机视为国际秩序的 “历史转折点”, 坚定选择与美西方国家结成联盟, 大力支持乌克兰,
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2023 年 3 月, 岸田文雄突访乌克兰, 展示强化与北约合作, 共同应

对俄罗斯的战略姿态。 日本借危机事态, 加速推动与北约军事合作, 试图推动 “北约亚太化”,
将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引入亚洲, 引导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对接, 实现 “亚太北约化”, 以

达成谋取阵营对抗的 “前沿红利” 的战略目的。①

岸田时期, 日本积极推动日美韩三边军事合作升级, 利用半岛紧张局势, 制造所谓 “南三

角对北三角” 阵营对抗话语, 引导美国亚太盟伴体系从 “轴幅型” 向 “网络型” 转变。 日美韩

合作与朝俄合作针锋相对, 彼此战略分歧加大, 使得东北亚出现了朝冷战格局发展的趋势。②

2023 年 8 月,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举行峰会, 发布 《戴维营精神》 等 “成果文件”,
将三边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化, 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冷战时期的 “南三角” 军事同盟, 增加了地区

阵营对抗风险。③ 2024 年 10 月, 石破茂上台后虽积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 但并未放弃构建海洋

安全盟伴体系的行动。 2025 年 1 月, 石破茂将上任后首次外访定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外

相岩屋毅也同期访问菲律宾, 表示将继续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 以应对所谓 “共

同的海洋安全挑战”。④ 同月, 日美印澳在华盛顿召开 “四边机制” 外长会议, 继续表示 “强烈反

对凭借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再次确认将加强海洋安全等合作。 同年 4 月, 石破茂

访问越南、 菲律宾, 加快向菲转移防空雷达等武器装备, 推动与菲律宾 “准同盟” 关系构建, 强化

日美菲三边军事合作, 进一步提升与越南防务合作等级。 可见, 石破政府在 “印太战略” 框架下推

动海洋安全盟伴网络建设的战略思维和行动并未停止。

四、 海洋安全困境的自构性特征

综观日本海洋战略演进历程, 其保障海洋安全的战略思维和行动呈现出如下转型特征: 在海陆

关系认知层面, 经历了从主张 “和平合作” 向 “对立对抗” 的方向性转变。 在国内海洋政策层面,
通过泛化 “海洋安全” 概念, 扩大海洋威胁范围, 推动与邻国海洋安全困境升级, 增加海洋安全保

障的战略投入, 以 “综合海洋安全保障” 统筹各领域战略资源, 推动海洋政策体系安全化转型。 在

国际海洋战略层面, 通过制造海陆文明异质对抗的冲突话语, 鼓吹 “海陆对立” 思想, 以 “印太

战略” 为抓手, 以 “海洋民主国家” 联合为噱头, 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 试图通过制造阵营对

抗, 借助国际力量和规则性权力, 确保海洋绝对安全。 从现实情况看, 日本海洋战略 “安全化” 转

型并未有效解决其与邻国间的海洋安全问题, 反而激化了其与邻国的海上争端, 加剧了其外部海洋

安全风险, 形成越推进海洋安全保障就越陷于海洋安全困境的 “安全化悖论”。 其原因大体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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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
吕耀东、 鞠佳颖: 《戴维营精神和原则下美日韩合作进程及影响》,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24 年第 5 期。
《以海上安全合作“示好

 

” 东南亚, 日本有何盘算?》, 南海之声, https: / / vscs. cri. cn / 20250117 / 5ff64311-
6029-d256-c689-5733ee36688e. html, 访问日期: 2025 年 4 月 15 日。



第一, 认知层面的错误安全知觉是日本海洋战略 “安全化悖论” 产生的内生性逻辑起点。 冷

战后, 国际秩序及国内政经形势不利于己的剧变, 是日本面临的客观物质基础。 但是, 客观形势变

化并不必然造成过激防御反应。 实际上, 冷战后日本国内也出现了 “民生大国” “中等强国” 等理

性国家目标, 但对外部环境变化高度敏感的国家体质和国民心理让日本的战略认知朝着非理性方向

发展。 对谋求成为 “政治大国” “一流国家”, 并 “主导世界秩序” 目标的执着追求, 使日本国家

目标与国家力量逐渐不匹配。 在追求上述目标过程中不断遭遇挫败, 以及国内经济持续低迷、 国际

地位持续下降, 又反向增强了日本自身的不安全感。 特别是对中国复兴的心态失衡, 导致其对中国

的战略走向屡屡误判, 错误地将中国视为战略挑战而非战略机遇, 将扩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而非战

略合作作为对华政策重点, 这使得日本的战略焦虑感、 国家不安全感不断增强, 其军国主义传统在

长期战略焦虑迷茫中呈现出复苏趋势。
第二, 行动层面的错位战略配置是日本海洋 “安全困境” 螺旋式升级的重要推力。 在国家不

安全感、 战略焦虑感增强背景下, 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区分 “敌友” 阵营, 确立 “自他” “内外” 边

界, 制造地区对立格局, 借助体系性力量强化自身安全。 基于 “海陆对立” 观念, 日本通过不断强

化对抗叙事、 泛化威胁来源、 制造安全恐慌, 推动东亚海洋安全困境升级, 推动社会整体右倾化,
不断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 实现军事力量突破性发展。 为了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 日本以所谓

“自由开放法治” 的 “海洋民主国家” 联合为噱头, 推动价值观外交, 谋求阵营对抗, 强化日美同

盟, 推动 “印太战略” 国际联动, 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 希望借助盟伴力量补齐自身短板。 从实

际效果看, 日本不断增加国防预算, 将军事安全作为国家战略重点的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

家经济负担, 影响了经济复苏进程, 长期低迷的社会经济形势, 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国家的挫败感。
其积极扩充军备、 扩大海洋疆域范围等行动, 引发了与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 并招致邻国的普遍反

制。 其谋求制造地区阵营对抗格局的行动, 极易引发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使地区形势陷入安全

竞争的恶性循环。 日本的上述战略行动, 不仅无法有效纾解海洋安全问题, 反而螺旋式地升级了区

域安全困境, 恶化了其外部安全环境。
综之, 日本海洋安全形势的变化虽然有受国际形势变动影响的客观因素, 但更存在其自我构

建、 自主强化的主观原因。 日本自身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过激反应, 对安全环境、 国家力量和中国复

兴的错误认知, 以及追求国家绝对安全、 挑动地区阵营对抗的错位战略配置, 是其与邻国海洋安全

态势日益恶化的重要原因。 从中长期看, 日本增强自主军事力量, 借力海洋安全盟伴体系, 强化自

身海洋安全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不会轻易改变。 对此, 我国应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在提升综合海洋

实力、 确保海洋权益的同时, 通过对话协商, 消除战略误解, 缓和争端分歧, 扩大共同利益, 推动

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行稳致远, 引导日本为构建和平、 发展、 繁荣的亚太海洋秩序作出积极的建设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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